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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钱弘道　方桂荣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08)

[摘　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

指标体系”是其中牵涉面最大的一部分,其设计任务紧迫而艰巨。虽然地方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积累了一

些有益经验,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考评采用的还是学界研发应用的指标体系目前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法

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深入剖析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廓清法治政府的争议边界,紧密结合中国法治政

府评估实践经验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全国适用、进路合理、

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重构目标,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的框架下展开设计,运用科学方法分

级列出各项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以确保整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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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n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 in China
Qian Hongdao　Fang Guirong

(Guanghua Law School,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08,China)

Abstract: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 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task of″setting up a scientific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The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the ISCGL)involv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indicators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and the task of its construction
is urgent and arduous.Though local governments and academics have commenced corresponding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and gained some experience,the current indicators systems are still
imperfect,and none can guarantee such favorable assessment results as to be promoted or applied
on a nationwide scale.Under this background,it is urgent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systemic
indicators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

The idea of″government by law″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SCGL.To improve
the ISGLC require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by law and a



clearer demarcation of its controversial boundaries.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it is essential to avoid the definition plight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harbor a holistic
view of the rule of law,emphas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formal and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mbrace the outlook of development.

Practical experiences should not be ignored.Based on the practice of″the assessment of rule
of law in Yuhang District of Zhej iang Province″a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of academics,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by Law of CUPL commenced their
practical exploration.The samples of local governmen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he indicators system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uniform,their paths of internal logic are not.
Furthermore,the indicator scor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The samples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by Law of CUPL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government by law are
not fully reflected:the indicators system has comprehensive coverage,but is still not well
elaborated;every indicator depends on external observability; and the method of average
assigning score is generally used.The two types of indicators system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function,scope and coverage,which reveal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hese indicators
systems:more works should be done to achieve the goals; their design idea needs to be
readj usted;their effectiveness needs to be improved;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with national applicability, reasonable
access, prominent functionality and high credibility as the goals, and with administrative
support,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 as the basic framework,we designed
ten first－class indicators,namely system construction,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government
functions,team construction,executive decision,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making government affairs public, precaution against and resolution of social
conflicts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Combin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ing scientific indicators
and assigning scores,we constructed the whole indicators system.Naturally,no indicators
system is perfect,and it involves a process of constant improvement.The problems which appear
in its application and timely analysis and modification will gradually improve the scientific
indicators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
Key words:rule of law practice;eval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by

law;indicators system

“法治评估”是“运用运筹学、统计学等原理,采用指标体系和运算模式,按照合理的程序和方

法,以量化形式对国家治理状况做出全面的、系统的客观评估,对治理水平进行实时、动态、科学的

管控、监测、诊断、反馈,以减少治理的盲目性”[1]。这一量化制度目前已得到推广并成为国家治理

的一项重要工具。指标体系是实施法治评估的核心内容。倘若没有对法治指标体系的逻辑模型进

行准确和合理的论证,法治评估就很容易在操作过程中发生变异,偏离我们预期的评估目标,甚至

得出虚假乃至与事实南辕北辙的错误结论[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

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理论和实践界必须给出科学的答案。政府的法治指数是国家法治指数最重

要、最核心的部分[3],这一事实决定了必须确保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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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实践领域出现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各地各种做法差异悬

殊,明显存在科学性问题[4]1 5,影响了法治政府评估的功能发挥,导致了评估的“形式主义”①。在此

背景下,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并具普适性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显得尤为紧迫。概念分析在指标

体系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现有实践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没有廓清法治政府的内涵边界,从根源

上产生了认识偏差,从而导致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本文在研究如何全面正确把握法治政府内涵

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政府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实践样本分析,提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如何把握法治政府内涵

法治政府的内涵是指标体系的设计依据,其核心是法治政府的基本构成要素[5]。无论是“世界

正义工程”开创的法治指数,我国香港地区创设的法治指数,还是我国内地首创的余杭法治指数,都
以界定法治内涵为基本前提。同理,法治政府的内涵界定应是科学设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

逻辑起点,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然而,源自西方“法治”理论的现代法治政府理论,并没有给出法

治政府的具体评判标准,为人们随意理解法治政府留下了余地,也造成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

计的基础性难题。“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规范和限制的政府”[6]6,这一简单的法治政

府定义已经无法充分概括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多层面与全视角地把握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

是构建科学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在要求。

(一)通过量化分析跳出定义困境

基于社会对法治发展水平及其推进状况精确评价的需求,量化法治应运而生。在法治建设过

程中,量化法治将抽象的法治理想、法治原则、法治精神转化为对具体的法治目标、法律制度、法治

标准的考核评估,具体表现为法治实践中的各种量化评估体系与标准[7]6 6。它既有助于评价各国

的投资环境,又有助于衡量各国的法治发展水平,还可以辅助校准法治建设的局部目标定位[8]142。
正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量化法治的突出优势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我们

因无法或不愿真正从定性分析角度寻求对‘什么是法治’问题的回答而另辟蹊径,开始了立足定量

分析的‘量化法治’的突围,而在法治指标设计和法治指数计算中,还是绕不过对法治在内容和形式

上的原则界定”[9]。那么,如何认识量化法治研究中的法治定义? 它与传统法治研究中的法治定义

有何区别? 这两个问题对认识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同样重要。
量化法治通过设定一个“法治”的工作定义,避免普适主义法治观和国情主义法治观对法治定

义的抽象性,为其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可能,在更加具体、更为直接的意义上联系起法治实践[10]14。
法治的工作定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而又被称为法治的操作定义。它是将我们无法得到的社

会结构、制度及有关人们行为、思想和特征的内在事实,用代表它们的外在事实代替,并通过后者去

研究和评价前者的操作过程[1 1]102。操作层面上的法治定义具有如下特征:(1)可分解为若干构成

要素,且不同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可替代性而非绝对固定;(2)由若干关键要素构成的框架结构而非

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样态;(3)在不同时空情景下存在个体差异与动态变化[2]。量化法治中法治的操

作定义很好地诠释了本文关于法治政府的定义性质,可以使量化层面的法治政府定义超脱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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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地方法治评估形式主义严重,套用一贯以来的内部政绩考核方式,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宣传,甚至存在数据造

假现象,法治评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参见钱弘道、王朝霞《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载《中
国社会科学》201 5 年第 5 期,第 84 1 0 5 页。



法治政府内涵界定的纷争,摆脱难以形成定论的定义困境,但要遵循操作定义的规则体系,通过变

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把法治政府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形成推进依法行政的内

在驱动力[12]1 6 1。操作层面的法治定义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价值层面的法治定义,但可以通过一些努

力最大限度地接近它,从而使更清晰明确地认识法治、建设法治成为可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的设计正是建立在操作层面法治定义的基础之上,在实践运作中不宜脱离这个前提而回到法治定

义无谓纷争的原点,以免出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上的依据混乱。

(二)遵循整体法治观

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中的关键一

问,即法治政府定义是局部还是整体地展现法治特征? 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治政府建设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对此,整体法治观给出了恰当的解释。整体法治观强调,要用整体的观点来看

待法治,要把法的内在结构、外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并用以指导法治建设的

全面推进与发展,使法治发展具有全面性[1 3]1 1。“整体法治”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行为

与偏离整体的盲动行为,因为这一行为只能让现实法治顾此失彼,并最终使法治建设成为“剪不断、
理还乱”的“一团乱麻”。“整体法治”要求把法治作为整体进行观察、分析,强调法治的整体行

动[14]2 5 9。根据整体法治观,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的整体行动,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的分项行动,但
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与其他部分简单割裂开来,而应与其他法治行动协调共

进;如果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的整体行动,其内部包含的立法、执法、司法、监督、救济等具体行

动,同样应协调共融于法治政府建设,不能只顾部分行动而忽视其他行动,否则就违背了整体法治

观,就会影响到法治政府建设乃至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这种整体法治观已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法治决定》)中,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然而,无论是在以往的法治政府建设中,还是现存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都明显忽视了

法治的整体性建设。国务院于 2004 年下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旨
在从行政部门的角度提出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而不是为行政法治提供

一个全面的、有学术意义的评价体系。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它基本不涉及人大立法和法院司

法[1 5]2 6。在现存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多数地方没有将“办理人大议案及代表建议率”、“司法

机关司法建议的采纳率”等内容作为重要指标进行考核。在法治政府建设中,行政系统的独大化必

将割断行政系统与立法、司法系统的联系,对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破坏,可能致其

既小觑立法规制又低视司法监督[1 6]108,从而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效果。鉴于此,法治政府建

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法治整体观,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来提取重要指标,才能

全面反映法治政府的实质内涵。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良法之治”以来,在漫长的法治发展历程中,法治政府的内涵

经历了“窄”与“宽”的演变,由此出现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中对法治政府内涵宽窄把握上

的难题。形式法治观给出的是“窄”的界定,即认为法治政府就是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严

格约束、规范和限制。在此内涵的指导下,英国行政法学者威廉·韦德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四个基本

特征:政府权力需来自法律;政府需依法行权;行政争议需司法裁判;政府与公民受法律同等保

护[1 7]23。形式法治观为我们设定了法治政府评估的基本内容,即法律的良好程度与适用程度。而实

质法治观则给出了“宽”的界定,认为法治的良法之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价值取向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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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使法治政府内涵发生了突破性的扩展。民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洁政

府、高效政府、服务政府等都是法治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或者说都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18]23。实

质法治观要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应包含能够体现民主、服务、诚信、透明、效能、责任等法治价

值的相关指标。由此可见,对两种不同范畴的法治政府内涵的把握将直接影响指标体系的包容度。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应该采用哪个范畴的法治政府内涵? 杨小军提出:“法治政府,就

只能是法治政府,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变形金刚’。”[1 9]他反对将服务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诚
信政府、民主政府纳入法治政府的范畴,但这种观点面临着很大的质疑。法治发展至当下,单纯的

形式法治显然过于偏狭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应以形式法治为基础,以实质法治为导向,坚持形式法

治与实质法治的协调和统一[20]30。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关键阶段,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消极无为”的政府,使其权力限定在法律范围内;我们还需要一个

积极有为的政府,在确保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最小化的同时,致力于公共福利和人民利益的

最大化[21]1 8。从已有的法治评估实践来看,指标体系的设计实际上也遵循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相统一的原则。世界正义工程(WJP)通过其创立的法治指数第一次系统且全面地利用各种参数指

标成功地衔接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22]27,我国香港与内地余杭法治指标体系的设计同样遵循了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协调统一的原则。因此,在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中,不能忽视实质法治

的内在要求,应尽量确保对现代法治政府内涵理解的全面性,这是实现指标体系科学性的关键。

(四)一个发展观的要求

中国法治在自然演进力和社会推进力的共同作用下正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一事实使法治政府内涵出现了稳定性与发展性之争。当然,于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与

适用而言,稳定性的意义极其重要,因为“历时性比较”客观上要求指标体系保持稳定。但只注重法

治政府内涵的稳定性而无视其发展性,会导致据此设计的指标体系有可能缺乏应有的引导、预测、
评价等功能优势,因此,必须慎重对待法治政府内涵的发展性。

三十多年来,中国法治一直处于缓慢曲折的发展之中。具体到法治政府建设,整个过程经历了

四个阶段,即依法办事、行政管理法制化、依法行政以及法治政府[1 9]。从 1 9 84 年彭真同志提出“依
法办事”到 2004 年国务院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历时 20 年,这 20 年法治政府建设并不十分顺

利。在 1 9 9 9 年 1 1 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之前 1 5 年左右的时间里,法
治政府建设困难重重,发展缓慢;即便是 1 9 9 9 年至 2004 年,因为法治政府的界限不清、目标不明,
整个建设进程同样并不十分理想。在结合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4 年的《纲要》确立了“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了“合法行政、
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还设定了八项具体任务,为实务

部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治政府建设的细化标准与依据,对系统建设法治政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

引作用。自此,《纲要》成了实践领域界定法治政府内涵的主要依据,各地政府设定的法治政府建设任

务与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就所设定的指标体系的架构而言,各地毫无例外

地都按照《纲要》所规定的法治政府的 7 项内在标准进行展开。”[23]70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法治政府建设继续向前推进。特别是中共十八大设定了 2020
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新目标以来,我国对法治政府建设又提出了更全面、更权威的一系列新要

求,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也意味着法治政府内涵必定会有新的发

展。十八届四中全会吸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总结实践发展的新成就,对法治政府的内涵做出了更

全面更清晰的界定。《法治决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24]。《法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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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赋予了法治政府新内涵:强调开放式政府治理,强调价值化政府治理,强调过程化政府治理,强
调给付性政府治理[25]。201 5 年底,国务院又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 5—2020 年)》(以
下简称《纲要》),明确设定了“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

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

提高”七项法治政府建设的衡量标准。从法治的发展角度来看,法治政府的内涵并不是封闭的、僵
化的,相反,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向前推进,需要相应的矫正与更新。法治政府内涵的发展性,客观

要求在设计指标体系时除了遵循法理要求和《纲要》规定外,还应吸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决定》)、《法治决定》、《纲要》等新的纲领性文件对法治政府

所赋予的新内涵,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据此设计的指标体系具有预期的功能优势。

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样本分析

构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实践探索已经持续多年。例如,浙江余杭法治评估体系,包括法

治政府指标体系,由余杭区委区政府委托浙江大学牵头开展合作研究,并请第三方进行评估。中国

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组织的第三方评估是单纯的法治政府评估。目前,全国各地开展的法治

政府评估多为政府内部的绩效考核,与第三方评估差异较大。内外部评估都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

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经验样本。

(一)地方政府评估的样本分析

国务院的《纲要》是地方政府设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基本依据,但它本身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浙江余杭开展的法治评估实践为地方政府构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

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①,推动了理论和实务界对量化法治的深入探讨。在理论层面,也得益于一些

学者的研究推动,如袁曙宏的《关于构建我国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想》。在此背景下,2008 年,深
圳首先发布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随后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方政府也纷

纷出台了自己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呈现出全国普遍推行法治政府评估的现象②。笔者以各

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为分析对象,选取江苏、贵州、甘肃与广东这四个相关信息公布较为全面

的省份作为分析样本,对体制内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进行利弊分析。

1.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总体格局趋于一致

虽然《纲要》并非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顶层设计,但在缺乏专门顶层设计的现实境况下,地方

政府普遍将《纲要》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来设计自己的指标体系。这一现象通过比对《纲要》内容与各地

一级指标便可一目了然,具体参见表 1。江苏、贵州、甘肃与广东都将《纲要》中的“行政决策、制度建

设、规范执法、矛盾防化、行政监督与组织保障”六项重要内容设为一级指标。虽然各地对《纲要》中的

“政府职能”这项内容态度差异较大,但也只有广东较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这一内容的考核。在“行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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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 6 年年初,当时由习近平主政的浙江发布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余杭区委区政府首先提出实

施“法治余杭”,并与浙江大学法学院合作,共同探索建立“法治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在评估体系出台并实施的基础上,余杭出炉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这一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参见

钱弘道《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北京)法律出版社 20 1 3 年版,第 47 页。
在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置的实践活动中,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即各地对这种指标体系的称谓并不统一。有的地方

将其称为“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如广西、贵州、甘肃等地;有的地方将其称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如深圳、广东、江苏

等地;还有的地方将其称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考核评价体系”,如浙江等地。这种称谓上的差异由历史与现实两

方面原因造就,对各地指标体系设置并没有实质影响。根据法治政府建设这一共同目标,结合国务院 200 9 年 1 2 月完成拟

发而未发的《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本文选用“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这一称谓。



力”这项内容上,只有江苏没有单独列为一级指标,但将其作为二级指标归入“组织保障”的一级指标

中。地方政府普遍依据《纲要》设置指标体系的做法,使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在总体格局上呈

现出趋同性。这一现象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指标体系设计中对顶层法治政府建设文件的高度重视。

表 1　各地一级指标与《纲要》规定内容对比图

《纲要》 江苏(201 5) 贵州(201 5) 甘肃(201 5) 广东(201 3)

政府职能 1.政府职能(15％)
2.履行职责(15％)
7.政务公开(10％)

2.政府职能(10％)
7.政务公开(10％)

4.信息公开(10％)

行政决策 3.行政决策(15％) 3.行政决策(10％) 3.行政决策(10％) 2.行政决策(10％)

制度建设 2.制度建设(15％) 4.制度建设(10％) 8.制度建设(10％) 1.制度建设(15％)

规范执法 4.规范执法(15％) 5.规范执法(15％)
4.执法体制(8％)
5.规范执法(12％)

3.规范执法(20％)

矛盾防化 6.矛盾防化(15％) 8.矛盾防化(5％) 9.矛盾防化(10％) 5.矛盾防化(10％)

行政监督 5.行政监督(15％) 6.行政监督(5％) 6.行政监督(10％) 6.行政监督(15％)

行政能力 9.行政能力(15％) 1.行政能力(10％) 7.行政能力(10％)

组织保障 7.组织保障(10％) 1.组织保障(15％) 10.组织保障(10％) 8.组织保障(10％)

注:(1)为使表格内容清晰且易于比较,笔者对《纲要》内容与各地一级指标做了概括性表述,如需准确表述,请查阅原

始资料;(2)各地一级指标前的数字代表它们在各自整套指标体系中所处的位序;(3)各地一级指标后的百分比代

表它们各自被赋予的分值权重。

2.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在逻辑并不统一

虽然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大致格局相同,但各地在设计指标体系时明显采用了不同的

内在逻辑。(1)从各地一级指标的位序安排来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按照《纲要》内容的先后顺序

来设置的,也没有出现完全按照相同位序来安排一级指标的地方(参见表 1)。以“制度建设”为例,
广东将其放在第一位,江苏将其放在第二位,贵州和甘肃则分别将其置于第四位和第八位。同一项

指标在不同地方的位序差异之大,明显体现出各地设置指标体系时的逻辑差异。(2)从一级指标数

量与内容来看,江苏、贵州、甘肃和广东的一级指标分别设了 7 项、9 项、10 项、8 项,没有一级指标

总数完全相同者。相比其他三地,江苏缺少了“行政能力”指标,广东未设“政府职能”指标,甘肃则

多了“执法体制”指标;相比江苏,其他三地多设了“政务公开”或“信息公开”指标。由此可见,指标

体系设置的内在逻辑不同是造成各地指标体系差异性的关键因素,是体现整套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与理念的重要方面。

3.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赋值存在明显差异

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指标设置本身,还体现在指标的赋值上(参见

表 1)。从一级指标赋值来看,虽然各地都采用了百分制,但不存在赋值上完全相同的地方。(1)从
赋值规律来分析,各地采用了不同的赋值方法。江苏与甘肃基本采用了平均赋值的方法,江苏将

“组织保障”之外的 5 项一级指标平均赋值 1 5 分,甘肃将“规范执法”与“执法体制”之外的 8 项一级

指标平均赋值 1 0 分;贵州与广东采用了区别赋值的方法,贵州按 5、10、15 三档分值对一级指标分别

进行赋值,广东则按 10、15、20 三档分值分别进行赋值。(2)从指标分值来分析,同一指标在不同地方

的赋值也存在明显差异。“矛盾防化”与“行政监督”两项,江苏均赋值为 1 5 分,而贵州则是 5 分;“行政

能力”与“组织保障”两项,贵州合计 30 分,而江苏则合计 10 分;“政务公开”或“信息公开”项,贵州、甘
肃与广东都单列给了 10 分,而江苏却给了 0 分。指标赋值不仅体现了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也影响着

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结果,其科学合理性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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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样本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试图提供一套“可以适用全国、覆盖全面、力求科学、注重操作、
兼顾定性与定量评价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26]4。从 20 1 3 年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

院已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本文仅对其 20 1 3 年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

系进行分析。

1.法治政府内在要求反映不够全面

为突出可操作性,这套指标体系设置了较少数量的指标,由 7 项一级指标、30 项二级指标、60
项三级指标组成,相比地方政府,在指标体系的规模上有了很大的精简,具体参见表 2。从社会学

的角度看,一个指标体系的指标越少就越具有可操作性[27]5。特别是针对适用于全国的指标体系,
如果容纳的指标数量过多,会因评测工作量巨大而不易实现。但是,不能因为过于强调可操作性而

忽视指标体系的覆盖合理性。指标数量过少,必然会导致不能准确反映法治政府基本特征。

表 2　各地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指标数量统计

单位:项

省市 一级指标数 二级指标数 三级指标数

江苏 7 2 9 1 24

宁夏 8 32 1 1 5

广东 8 40 1 08

深圳 1 2 44 22 5

苏州 9 2 9 94

沈阳 8 42 1 49

2.指标体系总体覆盖全面但细化层面有缺失

从一级指标来看,基本上涵盖了《纲要》中的“政府职能、行政决策、制度建设、规范执法、矛盾防

化、行政监督与组织保障”这 7 项内容,具体参见表 3。不仅如此,在其指标体系中还包括了一项十

分醒目的“公众满意度”指标,这一指标主要从行政执法、行政服务、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四个方

面来测评。但在二级和三级指标设置上过于简单、粗疏,难以充分反映一级指标的全貌,最终难免

会影响法治政府评估结果的准确度。

表 3　法治政府研究院法治政府一级指标及其分值、比重

一级指标
机构职能及

组织领导

制度建设和

行政决策

行政

执法

政府信息

公开

问责与

监管

社会矛盾化解与

行政争议解决

公众满意

度调查

分值(分) 65 60 40 40 45 20 30

比重(％) 21.7 20 1 3.3 1 3.3 1 5 6.7 10

3.每一项指标都以外部可观测性为前提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作为第三方独立评估主体,所用数据并非由官方提供,主要是通

过网络搜索、电话核实以及评估者亲身体验等方式获取。因此,它所设计的每一项指标都以外部可

观测性为前提,这提高了法治政府评估结果的公信力,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但将官方数据完全

排除在外,势必会降低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增大其主观性。同时,因为评估结论难以直接为官方采

纳,评估结果的应用将受到局限,毕竟中国法治具有政府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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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采用平均赋值的方法

前 6 项一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绝大多数为平均每项 5 分,个别十分重要的三级指标给了 1 0 分

或 8 分,如“是否建立了完备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制度”与“执法流程细化及公开”是 1 0 分,“政府

提供所申请信息的情况”则是 8 分;“公众满意度调查”由 8 个具体问题来反映,每个问题平均赋值

3.75 分。平均赋值方法简单易行,是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权重设定的可取做法。

(三)两种实践体例的差异分析

以上两种实践体例的终极目标无疑都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其设计依据主要是《纲要》等法治

政府建设方面的纲领性文件。但一种具有官方性质,另一种则具有民间性质,这决定了两者的相同

点少、差异处多。相同之处反映共识,而差异之处则反映问题的实质。对两种指标体系进行差异性

分析,对两者在未来改进中互相取长补短显得尤为重要。

1.两种指标体系的性质不同

地方政府设计的指标体系,其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内部,侧重于内部评估;而中国政法大学法

治政府研究院设计的指标体系,数据主要来自政府外部,侧重于外部评估。因为政府掌握着全面反

映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大量数据,故内部评估必不可少;但政府为维护自身政绩有可能提供一些不

实数据,因而内部评估会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伴生出评估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当然,外部评估

也并非看上去那么完美,也有可能因为外部观测数据的局限而不能全面反映法治政府建设全貌。
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设计的“行政执法”这一一级指标为例,仅观测了执法主体的培训

与清理情况,执法流程细化及公开情况,执法权力清单、案卷评查、违法行为投诉体验这几方面的网

上信息,明显缺少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情况”、“执行行政裁量权基准情况”、“执法违反法定

程序被诉情况”、“执行执法全过程记录情况”等更能反映执法全貌的关键信息,由此影响了评估结

果的准确性。显然,单纯设定内部指标或外部指标都无法取得理想的测评结果。科学的做法是构

建同时包容内外部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创设内外部数据测评的有利条件,使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主体

将内外部评估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更为理想的法治政府评估。

2.两种指标体系的设计功用不同

虽然地方政府与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在设计指标体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即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但两者评估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从理想层面看,地方法治政府的评估结果

基于体制内的执行力优势,可以较好地实现指标体系的设计目标。但当前地方政府开展的法治政

府评估成了政府内部政绩考核的工具,“部分建设举措停留于应付上级要求、显示‘政绩’上,不能有

效提升行政权的规范程度”[28]。加之评估结果往往不对外公开且主要用于政府官员的奖惩与提

拔,而不是真正用于改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举措之上,导致指标体系设计初衷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反

观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主体,在评估过程中确实可以发掘一些实

质性问题,但由于缺乏体制内执行力的衔接,其评估结果在用于改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存有先天障

碍。综上所述,两种实践体例在功用设计上各有优势,但在评估目标的实现上都存在明显不足。

3.两种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不同

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设计实践具有区域性特征,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则具有全

国普遍适用的特征。区域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无疑在本土的适用性更强,因为某些指标往往

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可以很好地与地方政府正在开展的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相衔接。但它的

缺陷也很明显,即评估结果只能进行历时性比对,无法实现不同区域间的横向比对,从而极大地限

制了这种指标体系的功能发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运用其设计的可以适用于全国范围

的指标体系,在 20 1 3 年对中国 5 3 个大城市进行了测评,2014 年对 1 00 个大城市进行了测评,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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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两者在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引起了折中性思考,即采取全国适用但

兼顾地方特色指标体系的设计。

4.两种指标体系的覆盖度不同

在法治政府内涵的呈现上,地方政府指标体系的覆盖度明显更大。指标体系的覆盖度越大就

越能展示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从而更准确地测评法治政府的建设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

研究院设计的指标体系覆盖度较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指标总量影响了覆盖度,虽然其指标

体系在主要内容上并不比地方政府少,但指标总量仅有 60 个,远少于地方政府;其二,内部指标的

缺少影响了覆盖度,由于不采用政府内部数据信息而单靠外部观测,只选取外部指标必然会弱化其

覆盖度,从而造成不能理想呈现法治政府建设真实状况的问题。由此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在尽量精简的基础上,还必须保证合理的覆盖度,不能单纯追求测评的低成本,否则将产生测评失

准的后果。

(四)两种实践体例共存的问题

1.指标体系的目标实现有待保障

两种实践体例对构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理想目标都是明确的,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但在实践中,指标体系功能优势得不到发挥或存在功能缺憾,都容易造成目标偏离。比如,地方政

府具备适用法治政府评估结果以改进法治政府建设举措的执行力优势,但实践中并没有充分发挥

这一优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因为不具备执行力优势,尽管其评估结果能够反映实质问

题,但政府可能视而不见。如何保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设计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2.指标设计依据有待调整

基于《纲要》等法治政府建设文件的强执行力优势,两种实践体例都选择以此为据来设计自己

的指标体系,在缺乏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顶层设计的情况下,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实践中

却产生了一些弊端。比如,因为《纲要》等纲领性文件没有充分展示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以之为依

据会使指标体系的功能优势无以彰显;不加修正地沿用《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内容做指标而导致指

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差;固守《纲要》等前期纲领性文件而忽视新近出台的重大文件,从而使指标体系

不能反映顶层法治政府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基于此,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依据应该

做出合理调整。

3.指标体系的实效性还有待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具有引导、评价、预测等功能,但当前无论哪种实践体例都未能充分展

现这些功能优势,从而使其实效性大打折扣。实践中出现评估结果与被评估对象的法治政府建设

实际水平相偏离的现象,就是这一问题最直观的反映。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实践为

例,由于信息收集渠道匮乏而采用形式判断指标,仅根据“有无”、“是否”、“多寡”、“频次”等形式上

的数据进行评价,而不触及相关制度与活动的实效,容易使一些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形式主义的

被评估主体也可能获得较高评价,从而出现评估结果与真实水平相背离的现象[29]5 9。因此,使指标

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法治建设的实情是指标体系设置中需要突破的难题。

4.公众参与有待重视

德国评估学家施托克曼与梅耶提出评估具有民主宣传功能与合法性目的[30]7 8,公众广泛参与

评估过程具有现实必要性,可以有效提高评估结果的公信力。但是,从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来看,
除少数地方如广东、宁夏等地外,基本上缺少了公众参与这一环节。即使广东和宁夏在一级指标中设

置了公众满意度这一考核标准,但因其比重过低,还发挥不了公众参与的实质影响力。相对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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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做法更值得借鉴,即在整套指标体系中专门设置了公众满意度这一一

级指标,并给予 10％的分值权重,以保证公众在法治政府评估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三、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重构

法治政府内涵的特征剖析及其指标体系的实践观察,为重构整套指标体系分别提供了理论导

向和任务定位。在此基础上,需要结合法治政府评估的实际需求来完成整套指标体系的重构任务。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重构不仅需要确立宏观目标,还需设定基本逻辑框架,并依据合理的指标

筛选和权重分配方法来进一步完成微观建设,这样才能系统地建构起整套指标体系。

(一)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重构目标

1.全国适用

为保证法治政府评估制度的功能发挥,我国需要出台一套国家层面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虽然国务院法制办 2009 年制定过一份《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①,
但至今还未正式出台;在多年后的今天,该《指导意见》需要进行全面调整与修改。虽然实践领域已

经普遍出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但其功能优势并未彰显。无论是在国际层面上将

中国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进行比较,还是在国内层面上对各省、各地区进行比较,法治评估

都应建立在可比性的基础上[3 1]。但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设计适用的指标体系明显缺乏横向可比

性。近年来开展的地方法治政府评估基本上都以内部考核为目标,虽然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相似,
但内部指标却有很大差异,只能用于本地区不同时期的法治水平考察,难以实现区域间的横向比

较,更无法从整体上观测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状况。虽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其现实意义,但缺乏统

一性与可比性的指标体系乱象百出。对基本的法治政府内涵,地方政府的认识就千差万别,更别说

在指标体系的技术操作层面与复杂的后期评估环节了。基于全国范围内开展法治政府评估的实际

需求以及地方开展法治政府评估的顶层依据要求,构建一套能够在全国普遍适用的指标体系已成

为当前的紧迫任务。正如杨小军等所指出的:“没有国家层面的指导和推进,地方上无所适从,所以

不少人呼吁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建设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4]1 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法

治政府建设目标的提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要全面展开,条件成熟时可以由中央人民政府即国

务院出台一个正式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未尝不可。”[3]

国家层面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具有统一性与权威性,可以实现全国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

比较与衡量,也可以指引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兼顾地方特色的基础上构建更具合理性的指标

体系。

2.进路合理

目前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存在两种进路:一种是以理论上概括的职权法定、程序正当、
公开透明、诚实守信等法治政府内涵为依据,将其转化为评价指标,即价值性进路;一种是以我国法

治政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参照,将其中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择其要者转化为评价指标,即
体制性进路[5]。当前,多数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采用后者。采用哪种进路较为合理,是法治政府建

设指标体系构建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学界存在很多批判体制性进路的声音,主要认为相关纲领性

文件仅仅是确立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任务的依据,并不能全面呈现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如果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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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件的基础上设计指标体系,自然无法实现其设计目标。但是,这些秉持价值性进路的学者忽视

了以下问题:第一,体制性进路实际上与价值性进路并不矛盾,相反是价值性进路的具体展现,因为

法治政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来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第二,法治政府

建设指标体系的功能要求更适于采用体制性进路。价值性进路所设置的指标体系体现的是法治政

府建设的远期目标,而体制性进路体现的是近期目标,显然近期目标对政府更具现实引领意义。当

然,不能因为采用体制性进路,而忽视整套指标体系全面反映法治政府内涵的这一基本要求。笔者

认为,在采用体制性进路的前提下,应同时重视价值性进路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
以检视两种进路下指标体系的差距。随着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应适时调整体制性进路下

的指标体系,使其更接近价值层面的要求。

3.功能彰显

从宏观上讲,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通过变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并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将
法治政府的原则要求转化为易于操作、易于判别的具体标准,引导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朝着

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形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驱动力[32]7 5。这是人们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

体系功能的美好期待。但实践中,内部评估中的弄虚作假使评估结果严重失准,不能真实反映法治

政府建设的实际状况,自然也起不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作用。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
最大程度上消除政府造假应付的心理,已刻不容缓。否则,地方政府与第三方组织所开展的法治政

府评估本质上将沦为浪费国家资财、毫无实际价值的活动。
功能彰显的指标体系应具有现实性。理论上,法治政府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人们渴望实现的法治

目标之一。如果在此基础上构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那只能是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忽

略了对法治的背景因素(制约因素)和成长环境的考量,法治理想主义的指数方案所折射的是一种发

展中国家对法治急于求成的心理[33]2。由于脱离现实,这种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必然无法实

现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预期目标。此外,脱离现实的指标体系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难以

达到法治政府评估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如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中的许多指标只能反映县级政府是

否做了某方面的工作,而不能反映做得怎样或实际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这样的考核容易助长依法行

政中的形式主义,弱化考核对依法行政的实际推动作用[34]30。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只有结

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才能成为地方政府可实际追求的目标,才能发挥其预想的实际功能。在使用定性

评估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定量指标的客观性价值;在强调全面评估的同时,也要根据我国当前法治政

府建设规划确立重点指标;在评估地方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开展情况的同时,也需评估其质量和效果。
总之,只有紧密结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发挥指标体系的应有功能。

4.公信力强

具有官方数据支撑的内部指标虽然可操作性强,但会引发对其“自说自话”的质疑,进而影响整

套指标体系的公信力。因为在统计数据普遍缺失或失真,或获取成本过高的现实条件下,没有什么

数据源比公众自身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政府”[35]1 7。对政府的法治化水平,公众特殊的

身份决定了他们即使不是最佳的评判者,也必定是最终的评判者[36]32。然而,从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指标体系来看,湖北、苏州等多数地方并未设置社会公众满意度这一指标,辽宁、沈阳等地则仅有

“代表满意率”和“委员满意率”指标,即使做得最好的广东、宁夏等地也仅在其三级指标中设了“公
众满意度”指标。“地方法治评估偏离法治之处在于,将广大的公众参与法治建设的绩效评判排除

在外,从而变成完全由党委和政府部门主观自主性的工作安排和目标考核,使得所谓的地方法治建

设失去了根本的意义和价值。”[37]7 1打造一套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要在一

级指标中设置“公众满意度”并配给足够分值,直接引入社会公众对法治政府的评价以弥补内部指

数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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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不应杂乱无章,而应有合理的维度来展现其内在逻辑联系。法治政府

建设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不仅能够将诸多指标规整成秩序井然的体系,还可以全面展现法治政府

的内在要求,以确保指标体系覆盖度的合理性,由此决定了确立指标体系基本框架的意义所在。然

而,从哪个维度来具体展现法治政府的内涵,仍然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付子堂等主张“文本、行
动与观念”三维度说[38]140,朱景文主张“体系、能力与效果”三维度说[3 1],杨小军等主张“制度、行为、
系统与效果”四维度说[39]68。以上维度各有特点及其合理性,但在进一步细化指标设置时,笔者认

为上述维度都存在不能全面展现法治政府内在要求的局限。如果按“文本、行动与观念”维度来分

类,“文本”主要容纳“行政立法”,“行动”主要容纳诸种行政行为,“观念”主要容纳“法治意识”,明显

无法完全概括法治政府的内涵;如果按“体系、能力与效果”维度来分类,则关涉具体行政行为的诸

多指标都难以安排;如果按“制度、行为、系统与效果”维度来分类,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是具

有合理性的,但从设计者的具体阐释来看,行政系统乃是立法、司法、护法、守法、学法各个层面的法

治环境系统,并不是行政管理学层面的行政系统,由此造成了法治行政基础的缺乏,基本的“行政职

能”、“组织保障”、“队伍建设”三方面指标都难以安排。学界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维度的设定

尚不周全,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修正性尝试,从而确定一个更理想的基本框架。
笔者提出“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这一观察维度。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行政组织、

政府职能、行政人员法治素养都属于依法行政保障的范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行为的规范度与

行政效果的好坏,由此成为法治政府评估所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行政行为是在行政保障基础上的

进一步延伸,主要由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政务公开、社会矛盾防范化解这五方面的具体

行政行为来表现,直接决定着行政效果,是法治政府评估中尤为重要的考量环节;行政效果是反映

整个行政系统的依法行政效能与公众满意度的维度,能够从效果上展现法治政府建设中行政保障

的充分与否以及行政行为的规范度。由此形成了行政保障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规范标准以及物质

和意识上的保障条件,行政行为在行政保障的约束下规范实施,并与行政保障共同衍生行政效果的

逻辑联系。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行政效果”维度之下,结合前文对法治政府内涵的剖析以及指

标体系构建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对法治政府作进一步解构,从而构建出以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的基本框架,具体参见图 1。

图 1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图

第一,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良好的行政条件的保障。其中,制度建设处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前

沿,不仅是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也是行政保障其他条件创设的根本。在此基础上,组织领导、政府职

能、队伍建设分别从组织建构、职能优化、人才培育角度创设保障性条件。具体来说:(1)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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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才能夯实依法行政基础。我国《宪法》与《立法法》明确规定了行政立法的重

要地位,《法治决定》更是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目前,无论地方政府还是社会组

织,在其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都无一例外地设置了“制度建设”这一一级指标。(2)组织领导。它

是“行政组织建设”与“依法行政组织保障”的合成指标,共同构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行政组织保障内

容。《改革决定》提出的“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任务和《纲要》做出的“组织领导和落实机制”的专章规

定,分别为“行政组织建设”与“依法行政组织保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多数地

方如北京、深圳、沈阳等都将“行政组织建设”设为专门的一级指标,而“依法行政组织保障”更是各地

必备的一级指标。(3)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十八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当前法治政府建设

指标体系的构建实践中,除广东、吉林外都将其作为重要指标。(4)队伍建设。该指标又称“依法行政

能力建设”,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人才保障机制。《法治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

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现存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都设置

了“队伍建设”这一考核内容,不仅如此,贵州、甘肃、广东等绝大多数地方都将其列为一级指标。
第二,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环节是行政行为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政务公开、社

会矛盾防范化解作为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应被纳入法治层面来审视与考核。具体来看:(5)行政

决策。它既是行政管理的前提与依据,又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科学民主决

策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由此产生了各地均将其设为一级指标

的现状。(6)行政执法。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确立了“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法治任务,目标

在于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实践中,绝大多数地方的指标体系中都包含了“行政

执法”这一一级指标,不仅如此,很多地方如贵州、甘肃、广东等地还给予了相对其他一级指标更高的

分值权重。(7)行政监督。不仅我国《宪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方方面面的行政监

督做出了明确规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前法治政府建

设指标体系中都包含了“行政监督”这一一级指标。(8)政务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基本包含了“政务公开”这一指标,区别在于指标名称与级别

不同。北京、吉林、贵州、甘肃、江苏等地将其命名为“政务公开”,而广东、深圳、沈阳、苏州等地则将其

命名为“政府信息公开”。(9)社会矛盾防范化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

矛盾体制”的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任务,为此各

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都设置了“矛盾防化”这一一级指标。
第三,法治政府建设要强调实效,行政效果指标负责从整体上反映行政保障与行政行为规范的

实效性。行政效果包含行政效能与公众满意度两项指标。行政效能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统计

数据来反映法治建设的实际效果;公众满意度则通过行政系统外部的公众感知来反映法治建设的

实际效果。实践中,行政效能指数在各地已普遍运行,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效能考察提供了参考性经

验;目前公众满意度被列入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情况虽不普遍,但也已有实践探索可供借鉴。
广东与宁夏两地在各项一级指标中设有公众满意度指标,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更是专门

设置了在总分值中占 1 0％的公众满意度指标。

(三)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

在法治政府建设一级指标项下,依据导向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进一步细化整套指标体系。在此

基础上,结合平均与有区别的两种赋值法,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分配,从而形成了整

套系统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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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制度建设

(10％)

(1)立法依据、计划与制度(20％)
(2)立法工作程序(20％)
(3)立法的合法性(20％)
(4)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20％)
(5)立法的后评估、清理(20％)

6.行政执法

(10％)

(25)行政执法体制(20％)
(26)行政执法方式(20％)
(27)行政执法程序(20％)
(28)行政执法监督(20％)
(29)行政执法保障(20％)

2.组织领导

(5％)

(6)机构设置、撤销、调整(25％)
(7)机构职责确定(25％)
(8)机构编制核定(25％)
(9)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25％)

7.行政监督

(10％)

(30)行政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20％)
(31)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20％)
(32)司法监督(20％)
(33)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20％)
(34)行政问责(20％)

3.政府职能

(10％)

(10)行政审批(20％)
(1 1)宏观调控(20％)
(12)公共服务(15％)
(13)市场监管(15％)
(14)社会治理(15％)
(15)环境保护(15％)

8.政务公开

(10％)

(35)办事公开(30％)
(36)政府信息公开(40％)
(37)政务公开信息化(30％)

4.队伍建设

(5％)

(16)行政人员管理(20％)
(17)法律知识学习(20％)
(18)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20％)
(19)实践中培育法治思维(20％)
(20)法制宣传能力(20％)

9.矛盾防化

(10％)

(38)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15％)
(39)行政复议信访与投诉(15％)
(40)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仲裁(20％)
(41)人民调解(15％)
(42)信访(20％)
(43)行政赔偿、补偿(15％)

5.行政决策

(10％)

(21)行政决策制度(25％)
(22)行政决策程序(25％)
(23)公众参与(25％)
(24)行政决策责任(25％)

10.行政效果

(20％)
(44)行政效能(50％)
(45)公众满意度(50％)

以上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测评重点向行政行为适当倾斜。尽管行政保障是行政行为规范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但因为往往不直接作用于行政对象,其非法治化现象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对而言不太明显

和突出。而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对行政行为加强规范见效更快。因此,在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

设置实践中,普遍选择向行政行为适当倾斜。笔者在肯定这一做法的同时又做了适当修正。对行

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政务公开、矛盾防化这五项行政行为的赋值总权重高达 50％,而对制

度建设、组织领导、政府职能、队伍建设这四方面行政保障的赋值总权重达到 30％;但在行政保障

中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分别赋值,制度建设与政府职能分别赋值 1 0％,组织领导与队伍

建设则分别赋值 5％。这种适当向行政行为倾斜的考核标准设计,既有利于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引导,也兼顾了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条件。

2.测评内容包括形式与效果。虽然法治政府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但也不能完全不讲究实效。
为防止法治政府建设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法治政府评估中既要纳入“政
府做了什么”的指标,也要纳入“政府做得怎么样”的指标,进行形式与效果的全面测评。基于此,笔
者设置了“行政效果”这一一级指标,并给予 20％的分值权重,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表现形式与实

际效果综合反映其实际成效。

3.测评方式兼容内外部性。鉴于实践中地方政府开展的单纯内部评估公信力不足的问题,适
当引入社会公众参与法治政府评估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笔者在设置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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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部性指标外,还专门设置了“公众满意度”这一指标,并给予 1 0％的分值权重。这一权重设置

既考虑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也考虑了公众参与能力的局限性。随着公民法治素养与参与意识的

提高,指标体系中“公众满意度”的分值权重还可以适当提高。

四、结　语

评估机制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应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标体系的科学程度。指标体系

的科学性首先建立在厘清法治政府内在要求这个基础上。通过量化分析跳出定义困境,遵循整体

法治观,强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符合发展观的要求,这是把握现代法治政府内涵的

关键。实践经验也不容忽视。地方政府与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设计的指标体系,在性质、
功用、适用范围、覆盖度上都有明显差异,共同反映了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目标实现有待保障、设
计依据有待调整、实效性有待加强、公众参与有待重视。基于理论与实践分析,本文以全国适用、进
路合理、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目标,以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为基本框架,设计出制度建

设、组织领导、政府职能、队伍建设、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政务公开、社会矛盾防范化解、
行政效果 1 0 项一级指标。结合科学的指标设置原则与赋值方法,进一步细化指标体系并赋值,从
而构建起完整的指标体系。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难度不小,既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更需

要细致的实践调研,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研究有机融合起来,才有可能制订出兼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

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制订和修改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自始至终都要重视跨学科研究。法

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和推广,各
种新的问题会逐渐出现,各地政府和研究者要及时分析问题,修改完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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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 9 9 9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1 0.01％;2001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到总人口的 7.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此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提高,到
20 1 5 年,60 岁及以上和 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分别达到总人口的 1 6.1 5％和 1 0.47％。据此预测,老龄

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并长期处于高位。因此,老龄化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然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别于他国。

30 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持续执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了中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当

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系列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一切公共政

策的制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都必须注意到这一基本国情。为此,国家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提出“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有先进的理念、科学的理论和有效的制度与政策,对此,学界责无旁贷。长期以

来,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将老年保障服务作为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

成果和决策咨询成果。近几年来,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长寿风险管理的理论

与政策研究”(13&ZD1 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代际均衡与多元共治———老龄社会的社会支

持体系研究”(7149073 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12JZD35)。《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此搭建平台,开辟“中国老龄化问题研究”专栏,欢迎海内

外学者惠赐大作!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何文炯教授

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

林　卡　吕浩然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摘　要]在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这四种理念

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结合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案例分析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蕴意的基础

上,运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评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效

用,探讨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对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从而深化人们对各种养老理念的理解,将老

龄化的问题延展至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方面,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和内涵,为发展老年友好型社

会提供政策路径。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生活质量;社会质量;养老政策;

老年友好型社会


